
 

特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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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而新冠肺炎疫情又增添了贫困边缘群体的返贫和致贫风险

的情况下，可持续减贫理念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以及后脱贫时代构建长效减贫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文章基于太行山特困地区实地入户调研数据，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探索太行山

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路径。研究认为：可持续减贫要兼顾当前与长远的减贫策略转向，做好收入贫

困—贫困退出—可持续减贫的减贫政策衔接与协同；生计资本在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中

的影响机制不同，这也是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可持续减贫应通过促进农户生计资本

投入发挥协同作用，进而减少和消除生计资本间的消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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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巩固脱贫成果难度依然较大，并

对脱贫质量和可持续性提出明确要求。如何进一步巩固特困地区的脱贫成果、提高减贫的可持

续性值得深思。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增添了贫困边缘群体的返贫和致贫风险，大量扶贫资本投

入效率和持续效果有待优化，特困地区可持续减贫路径需要进一步明确。理论上，从建档立卡

时以收入为主要依据的贫困识别，到贫困县脱贫摘帽的“两不愁三保障”贫困退出，以及着眼于

后脱贫时代的可持续减贫，贫困识别—贫困退出—可持续减贫力求精准的逻辑一脉相承，减贫

理念逐步优化。实践上，脱贫攻坚中粗放式投入效果和政策机遇期过后减贫成果是否可持续值

得反思。因而，理顺减贫逻辑应成为探寻减贫实践路径的有力支撑。太行山区贫困发生率和贫

困人口数量均曾位于11个片区前列，属于多种贫困类型区域（汪三贵等，2018），太行山区（山

西）大多数地区都属于革命老区，生态脆弱与深度贫困交织，太行山区可持续减贫研究对生态

脆弱、立地条件较差、革命老区等特征明显的同类型深度贫困地区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具有借

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针对太行山特困地区进行可持续减贫的系统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特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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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农村贫困态势与未来减贫策略转向，以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减贫结果的可持续性。

国内外农村减贫的研究可概括为三方面：（1）构建农村减贫评价指标体系。学界从不同视

角确定中国农村减贫指标，包括经济社会总产出、结构变迁、贫困动态和资金效率视角（刘朝

明和张衔，1999），扶贫资金投向和构成视角（刘冬梅，2001），以及制度绩效、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和生态环境视角（姜爱华，2007），等等。（2）农村减贫评估方法。学者综合应用双重差分法、

倾向匹配得分法、模糊评价法、DEA方法、层次分析法和偏离额度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等对

农村减贫进行评价（庄天慧和张军，2012；帅传敏等，2016）。由于中国农村减贫存在政策组合的

复合效应和互动效应，已有研究大多是单一反贫困政策（如金融、社会救助等）的绩效评价，而

缺乏对农村反贫困的复合效应评估（王增文，2017）。（3）农村减贫对策与减贫机制。减贫施策应

将保障性减贫与基本公共服务相衔接，避免减贫对象政策待遇中的悬崖效应和福利陷阱（黄征

学等，2019）。总体上，学界提出应优先增加农村公路、农业研究以及教育投资，从资金瞄准机

制、资金监管、资金投向等方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些学者认为项目实施背景也对农村减贫

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若减贫路径仅仅依靠农业增长，虽然有效但不充分，只有城乡间要素充分

流动，形成益贫产业链条，才是减贫的内源性动力（Fan等，2008；Ravallion和Chen，2005；Vivalt，

2015；于乐荣和李小云，2019）。精准扶贫机制是中国减贫的创新实践，在领导机制、资源筹措机

制、贫困户识别机制、精准施策机制、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扶贫创新，对精准识别、

精准施策以及科学评估进行整合，形成了迄今为止最系统和最科学的减贫战略和政策框架（李

小云等，2019）。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已有减贫机制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培育方面存在缺失和

碎片化问题（孙久文和夏添，2019），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对减贫具有深远影响，但构建基本公共

服务减贫体系不仅要兼容“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还要加强对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

评估（王瑜和汪三贵，2018）。扶贫的精准性与预期有差距，这也是未来精准扶贫工作亟需改进

的地方（黄薇，2017；贾俊雪等，2017）。已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有拓展的

空间：一是当前农村减贫偏重于经济考量，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减贫重视不够；二

是研究方法中缺少对农村反贫困的系统评价和比较；三是对扶贫投入的使用效率考量不足，扶

贫资金使用效率有待优化和提升。

本文依据太行山区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入户调研数据，构建切合太行山特困地区实际的农

村可持续减贫框架，分别从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视角，采用广义分层线性模型

（GHLM）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探索农村可持续减贫。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遵循“立足特困

现实，着眼长远可持续减贫”的基本思路，既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可持续生计

理论，又紧密结合当前太行山特困地区实际，对当前中国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理论进行探

索，为当前及今后减贫实践提供新思路。第二，着眼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可持续生计

视角探索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路径，为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提供决策参考，为分类实

施效率高、时效长的减贫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  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框架

贫困识别—贫困退出—可持续减贫逻辑一脉相承，减贫理念逐步完善，减贫要求递增。本

文聚焦特困地区可持续减贫，遵循“立足特困地区现实，着眼长远可持续减贫”的思路，试图从

不同减贫视角的对比分析中寻找可持续减贫的路径。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指标体系如

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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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指标体系

维　度 含　义 具体指标与界定

收入贫困 收入贫困 收入是否达到脱贫标准 2017年人均收入高于3 200元，是=1，否=0

贫困退出

两不愁

不愁吃 食物安全得分高于21分，是=1，否=0

饮水安全 饮用水源安全，是=1，否=0

不愁穿 有换季衣服，是=1，否=0

三保障

住房安全有保障 自评住房安全，是=1，否=0

基本医疗有保障 家人都有医保是=1，否=0

义务教育有保障 无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辍学，是=1，否=0

可持续减贫

经济发展
享有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

进入市场的机会
个人福利逐步改善

借钱难易程度，容易=1，否=0

食物来源为购买，是=1，否=0

有产业发展意愿，是=1，否=0

产业发展能力，是=1，否=0

近三年收入改善，是=1，否=0

社会进步
基础设施改善
公共服务完善
更民主和包容

均参加新农合医疗保险，是=1，否=0

无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辍学，是=1，否=0

安装宽带或快递到村，是=1，否=0

在村委会选举时投过票，是=1，否=0

贫困户认定经过民主评议，是=1，否=0

环境保护

人与环境协调发展
应对现实/潜在的环境问题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提高环境质量

对环境整治满意程度，评分6分及以上=1，否=0

村中垃圾经过集中处理，是=1，否=0

饮用水安全，是=1，否=0

露天厕所，是=1，否=0

近三年未遭遇极端气候/自然灾害，是=1，否=0
 

（一）建档立卡的收入贫困

收入曾作为贫困的主要识别依据（2010年不变价，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识别为贫困），

因而从收入贫困视角对农村减贫进行分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贫困人口“建档

立卡”贫困识别的主要依据就是收入，流程上综合考虑农户基本情况后，通过贫困人口自主申

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等程序确立贫困户，并通过“回头看”和“再回头看”方式对贫困户实行

动态管理（朱梦冰和李实，2017）。地方政府根据抽样调查数据确定分配指标，然后逐级分配名

额，此类做法产生的不良后果是，越到基层，数据基础越差，真实贫困和数据之间容易出现偏

差。本文拟采用“是否收入贫困”表征农户收入贫困状态（山西省扶贫标准指导线为2017年人均

收入是否高于3 200元，高于则定义为非收入贫困，赋值为1；否则定义为收入贫困，赋值为0）。

（二）“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

收入贫困标准可能忽视除收入外其他导致贫困的因素，基于多维贫困思想的“两不愁三保

障”成为贫困县退出考核的依据。暂时脱离贫困并不意味着不再返贫，已脱贫人口因病因灾返

贫问题需要重视（高帅，2015），脱贫本质要求贫困人口能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

要求根据当地饮食习惯农户能够通过自己生产或购买的方式满足口粮需求，并补充一定的肉

蛋奶和豆制品等蛋白质。“不愁吃”实际上兼顾了能量摄入安全和蛋白质摄入安全（高帅和王征

兵，2012）。处于贫困边缘的贫困人口基本需求比欲望更强烈，因而贫困人口能量和蛋白质摄入

等能够满足基本需求更有现实意义（Allen，2017）。实践中“不愁吃”界定比较模糊，往往是根据

被调查对象家中现有食物或者主观描述来判定。本文拟对“不愁吃”指标进行优化，采用世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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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WFP）的食物消费得分
①

（Food Consumption Score，FCS）来衡

量，同时考虑饮用水源安全来判定饮水安全；“不愁穿”拟通过是否有换季衣服来考量。“三保

障”中住房安全有保障用自评住房安全来衡量，基本医疗有保障选取家人有医保来衡量；义务

教育有保障选取家中无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儿童来衡量。由于“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退出的刚

性要求，本文将所选取指标均能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相应要求界定为符合贫困退出（实现“两

不愁三保障”脱贫，赋值为1；未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赋值为0）。

（三）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减贫

“两不愁三保障”贫困退出标准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为今后应对多方面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可持续减贫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王小林和冯贺霞，2020）。可持续减贫

指标体系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减贫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在人力资

本、发展能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可持续减贫。由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

各维度指标从不同领域和角度阐释可持续发展状况，重要性难分轻重，因此对指标进行均权处

理（李晓西等，2014）。本文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维度对可持续减贫进行考量。

1.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减贫需保障每个人应享有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金融服务和进入

市场的机会，并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个人福利改善。在衡量经济发展时，拟采用获取金融

服务（可利用的贷款机会）是否存在障碍，进入市场的机会（能否买得到和买得起食物），产业

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是否加入合作社或“一村一品”），以及伴随经济发展农户是否获得收入改

善等来衡量。

2.社会进步。完善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有效、负责和透明的公共服务机构，民主和包容的社

会等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因此社会进步维度方面，着重考量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改善以

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保护情况，具体通过贫困户是否经过民主评议、家中是否安装宽带或者快递

到村、农户是否在村委会选举时投票等来衡量社会进步。

3.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维度主要考量特困地区农村人口对生存环境和环境质量的整体感

知、能否享有持续的水和环境卫生以及遭遇极端气候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等。选取的指标有农

户对环境整治的满意程度（按满意程度打分，数值0−10，数值越大，表明满意程度越高）、村里

垃圾是否集中处理、饮用水是否安全、厕所类型、近三年家中是否遭遇极端气候或者自然灾害等。

三、  数据描述、变量说明与方法选择

（一）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为课题组2018年5−6月于太行山特困地区农村实地入户调查数据，采取“一对一”
入户访谈式问卷调查方式进行。为确保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课题组于2018年4月在

山西省阳曲县、壶关县进行了预调研，并对预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不当之处进行了修正。数据

特点为：一是针对农村可持续减贫进行专题调查，调研内容涉及生计与就业、权利能力机会、

冲击与应对及可持续发展等；二是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太行山特困地区中分别从大同市

和忻州市选取一个县，然后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经济状况分别选取经济

状况较好和较差的2个乡镇，从每县选取4个乡镇，根据距离乡镇远近每个乡镇分别选取2个贫

困村和相邻的2个非贫困村，每镇共选取4个村，村级农户随机抽样，每个村选取16户左右，最终

有效样本为54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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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食物消费得分（FCS）计算方法：根据不同食物营养价值将食物分成八类，赋予每类食物组

相应分值（权重），记录农户在过去一周各类食物的消费频率，将食物组分值与消费频率相乘并加权求和，可计算出农户的食物

消费得分（在0到21分之间表示极度食物不安全）。



（二）变量说明及统计特征

被解释变量按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设计。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结

果见表2。（1）生计资本类别。采用人情礼支出和自评社会地位来衡量社会资本，选取反映资本

经营能力的经营净收入来衡量金融资本；利用交通便捷性和市场可及性来衡量物质资本，选取

的具体指标分别是住宅外道路是否硬化、距离乡镇距离和距离最近集市距离；自然资本的衡量

侧重于自然资源占有量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分别选取人均耕地面积以及村庄属性是否为

贫困村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指标来刻画。（2）生计资本

的交互作用。不同生计资本类别之间可能存在协同或消减作用，只有协同的生计资本才能增加

适应能力（Li 等，2017）。本文选取不同资本类别之间的交互项来考察生计资本之间是否存在协

同或消减作用。此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农户类型等。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单位） 均值 标准差

减贫评价视角

收入贫困 2017年人均纯收入高于3 200元（是=1；否=0） 0.725 0.447

贫困退出 是否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1；否=0） 0.413 0.493

可持续减贫 可持续减贫水平（很低=3；很高=14） 8.946 1.942

社会资本（SC）
人情礼支出 家庭人均人情礼支出（元/人） 614 959

自评社会地位 您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很低=1；很高=5） 2.703 0.792

金融资本（FC） 经营能力 经营净收入，经营性收入减生产性支出（元） 4 737 8 014

物质资本（PC）

交通便捷性 住宅外道路是否硬化？（是=1；否=0） 0.846 0.361

区位条件 距乡镇距离（千米） 5.050 3.160

市场可及性 距最近市场距离（千米） 16.389 7.481

自然资本（NC）
自然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4.375 5.402

村庄属性 贫困村=1；非贫困村=0 0.655 0.476

人力资本（HC）
受教育程度 年 1.535 0.694

参加技能培训 家庭成员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是=1；否=0） 0.094 0.292

控制变量

年龄 岁 62.286 11.044

性别 男性=1；女性=0 0.862 0.346

贫困户 贫困户=1；非贫困户=0 0.590 0.492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三）可持续减贫机理分析的方法选择

可持续减贫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影响因素可能分布于不同层面上，从不同层面来

考察减贫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郭熙保和周强，2016）。因此，本文利用分层线

性 模 型 从 村 级 和 农 户 两 层 级 对 太 行 山 区 农 村 可 持 续 减 贫 进 行 分 析 。 广 义 分 层 线 性 模 型

（generalize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可用来同时分析不同层次的变量，同时考虑到不同水平变

量的内部效应（Pettit和Hook，2005；Stier和Mandel，2009）。多层数据中即便是很小的组内相关系

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也可能在统计检验中导致很大的第I类错误（弃真），传统分

析方法不适合做多层数据的分析（王济川等，2009）。因此，我们运用广义分层线性模型对农村

可持续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公式可表示如下：

Yi j = (β0+u j)+
(
β1+ ν j

)
×Vtypei j+ΓXi j+ε j, 其中

[ u j
ν j

]
∼ N(0,Ω);Ω=Var

[ u j
ν j

]
=

[
σ2

u

0

0

σ2
v

]
(1)

Yij Vtypeij Xij其 中 ， 代 表 第 i个 村 第 j个 农 户 的 可 持 续 减 贫 指 标 ， 表 示 贫 困 村 虚 拟 变 量 ， 向 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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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β0+uj β1+ νj

σ2
u σ2

v uj νj

表2中除贫困村变量之外可能影响农村可持续减贫的变量集， 为待估系数。与传统回归模型

不同的是，回归方程截距（ ）和斜率（ ）不再为常数，而是一个随着贫困村变量变化

的随机效应项。 和 分别是 和 的方差。由于收入贫困、贫困退出为二元变量，因此以这两

个变量为因变量的模型可表示为：

Y∗i j = (β0+u j)+
(
β1+ ν j

)
×Vtypei j+ΓXi j+ε j, 其中

[ u j
ν j

]
∼ N(0,Ω); Ω=Var

[ u j
ν j

]
=

[
σ2

u

0

0

σ2
v

]
(2)

Yi j =

{ 1,Y∗i j > 0
0,Y∗i j ⩽ 0 (3)

Y∗ij Yij = 1其中， 为潜在的连续变量（latent linear variable）。本文假设 的概率分布函数为Logistic分

布，式（2）和式（3）可以用最大似然值方法估计。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表示不考虑五类资本

之间交互项的情况下，以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为因变量的模型；模型4、模型5、模

型6分别表示在充分考虑解释变量中五类资本两两交互项的情况下，以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

可持续减贫为因变量的模型。

四、  实证分析

u j σ2
u

µ j σ2
v

在 构 建 收 入 贫 困 、 贫 困 退 出 和 可 持 续 减 贫 视 角 的 可 持 续 减 贫 框 架 的 基 础 上 ， 本 文 利 用

STATA15.0对太行山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进行分析。由于常数项 的方差 在模型结果中

估计值极小，所以将其删除以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从最终模型估计结果看（见表3），模型整

体的显著性Wald检验均显著，说明广义分层线性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同时，随着村庄分

层变化的随机系数 的方差 在全部六个模型中均显著不为零，这也与Likelihood-ratio检验结

果一致，证明了广义分层线性模型的有效性。

（一）实证结果分析

1. 三种减贫视角比较下的路径差异。（1）从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视角比较看，

收入贫困标准下减贫与实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从可持续减贫视角

看，人情礼支出、自评社会地位、经营性收入、住宅外道路硬化、受教育程度和参加技能培训等

均对可持续减贫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距离乡镇和市场距离、贫困村等均对可持续减贫产生负向

显著影响。由人情礼支出和自评社会地位形成的社会资本作为贫困群体陷入贫困的缓冲，会促

进贫困群体利用社会资本摆脱贫困，从而对可持续减贫产生积极影响。由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

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将对农村人口可持续减贫产生积极影响。（2）从收入贫困和可持续减贫视

角比较看，社会资本中自评社会地位、人力资本中技能培训和物质资本对收入贫困的影响不显

著，但对可持续减贫均产生显著影响。自评社会地位作为农村人口对社会资本的主观评价，对

贫困群体的收入贫困影响有限，而提升自评社会地位可促进可持续减贫；技能培训在收入贫困

视角下作用尚未显现，但从可持续减贫视角看其作用不容忽视。住宅外道路硬化反映农户在村

庄中的区位及交通便捷性等，也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远离乡镇和市场，居住较为偏

远，可能对农户可持续减贫产生不利影响，这在可持续减贫工作中应予以重点关注。（3）从贫

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视角比较来看，社会资本中人情礼支出、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

训、物质资本中距乡镇和市场距离对贫困退出的影响不显著，但是这些变量对可持续减贫产生

显著影响，这也是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实现可持续减贫应重点关注的着力点。

2. 生计资本对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的影响明显不同。社会资本中人情礼支出

对收入贫困视角的减贫和可持续减贫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自评社会地位对贫困退出和可持续

减贫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人情礼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农户收入贫困视角的减贫和实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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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模型1

收入贫困
模型2

贫困退出
模型3

可持续减贫
模型4

收入贫困
模型5

贫困退出
模型6

可持续减贫

社会资本

人情礼支出
5.653***

（2.64）
1.854
（1.49）

2.170***

（2.73）
6.276***

（2.87）
2.561*

（1.92）
2.234***

（2.72）

自评社会地位
0.164
（1.10）

0.231*

（1.65）
0.296***

（3.24）
0.385
（0.75）

0.834*

（1.77）
0.312
（0.94）

金融资本 经营性收入
2.754***

（4.40）
0.382**

（2.30）
0.240**

（2.50）
1.858
（0.72）

0.158
（0.15）

1.314**

（2.34）

物质资本

道路硬化
−0.107
（−0.30）

0.863**

（2.47）
0.396*

（1.82）
−0.114
（−0.32）

1.301***

（3.05）
0.419*

（1.95）

距乡镇距离
−0.040
（−0.82）

0.030
（0.67）

−0.096***

（−2.84）
−0.032
（−0.65）

0.057
（1.12）

−0.083**

（−2.40）

距市场距离
0.017
（0.71）

−0.024
（−1.31）

−0.032**

（−2.13）
0.034
（0.47）

−0.048
（−0.72）

−0.129***

（−3.13）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0.157***

（3.39）
0.021
（0.94）

0.002
（0.17）

0.153***

（3.25）
0.003
（0.14）

0.000 6
（0.04）

贫困村
−0.383
（−1.19）

−0.417
（−1.46）

−0.847***

（−2.76）
0.038
（0.03）

0.983
（0.77）

−0.103
（−0.12）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0.530***

（2.64）
0.203
（1.31）

0.223**

（2.17）
0.511
（0.57）

1.937***

（2.60）
0.316
（0.68）

技能培训
−0.241
（−0.50）

0.272
（0.69）

0.493*

（1.94）
−0.167
（−0.34）

0.279
（0.67）

0.547**

（2.15）

控制变量

年龄
0.015
（1.38）

0.020*

（1.90）
−0.015**

（−2.17）
0.016
（1.45）

0.030***

（2.66）
−0.012*

（−1.83）

性别
−0.745**

（−2.19）
0.050
（0.16）

0.000 4
（0.002）

−0.781**

（−2.25）
0.146
（0.43）

−0.066
（−0.33）

贫困户
0.26
（0.99）

−0.317
（−1.04）

0.234
（1.57）

0.271
（1.02）

−0.358
（−1.46）

0.241
（1.61）

生计资本
交互项

自评社会地位×
贫困村

0.093
（0.26）

−0.082
（−0.26）

−0.470**

（−2.26）
自评社会地位×
距市场距离

7.43e-05
（0.004）

−0.003
（−0.17）

0.026**

（2.21）
自评社会地位×
受教育程度

−0.212
（−0.99）

−0.369*

（−1.95）
−0.035
（−0.30）

经营净收入×
受教育水平

0.239
（0.29）

−0.363
（−1.60）

−0.15
（−1.16）

贫困村×
受教育水平

0.396
（0.90）

−0.629*

（−1.83）
−0.081
（−0.37）

自评社会地位×
经营净收入

−0.029
（−0.04）

0.038 7
（0.13）

−0.205
（−1.48）

经营净收入×
贫困村

−0.470
（−0.37）

0.078
（0.24）

−0.045
（−0.24）

经营净收入×
距市场距离

0.063
（0.82）

0.047**

（1.97）
−0.008
（−0.63）

贫困村×
距市场距离

−0.079*

（−1.81）
−0.005
（−0.11）

0.048
（1.47）

距市场距离×
受教育水平

0.017
（0.65）

−0.003
（−0.16）

0.009
（0.64）

检验

β0
−1.736
（−1.58）

−3.202***

（−3.27）
9.438***

（13.97）
−2.195
（−1.08）

−6.635***

（−3.52）
9.325***

（7.50）

σ2
v

0.776***

（3.12）
1.154***

（4.46）
0.182***

（5.99）
0.701**

（2.94）
1.492***

（4.56）
1.262***

（6.04）

χ2 (1)
Likelihood-ratio检验

（ ）
8.24***

p=0.002
23.98***

p=0.000
108.00***

p=0.000
6.42***

p=0.006
51.22***

p=0.000
110.38***

p=0.000

Wald检验
60.51***

p=0.000
39.44***

p=0.000
118.93***

p=0.000
64.56***

p=0.000
46.39***

p=0.000
138.07***

p=0.000

样本量 520 519 511 520 519 511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5%、10%的检验水平显著，括号内为z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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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减贫，自评社会地位提升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贫困退出并实现可持续减贫。金融资本中经

营净收入对收入贫困视角减贫、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意味着无论是从

收入贫困视角减贫、贫困退出还是可持续减贫的视角来看，巩固提升金融资本都是普遍适用

的、应长期坚持的方向。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对收入贫困视角减贫和可持续减贫产生正向显

著影响，表明受教育程度提高对收入贫困视角减贫和可持续减贫产生积极作用。技能培训对收

入贫困和贫困退出的作用不明显，但对可持续减贫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个别村的

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培训局限于材料发放或政策宣讲，导致技能培训效果不明显。自然资本中

人均耕地面积对收入贫困视角减贫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但对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的影响不

显著，表明从摆脱收入贫困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本仍可以产生基本保障的作用，这也是土地行

使基本社会保障功能的体现，但从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的视角来看，自然资本发挥的作用有

限。物质资本中，住宅外道路硬化对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均产生积极影响，距离乡镇距离和

市场距离太远对可持续减贫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住宅外道路硬化反映农户居住地在村中所处

的位置、基础设施和交通便捷程度，而距乡镇和市场的距离反映村在乡镇所处的区位及市场可

及性等，表明农户家庭周边基础设施较好有助于实现贫困退出，位置较为偏远的农户可持续减

贫受限。

3. 生计资本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协同或消减作用。不同生计资本类别间产生显著的协同或

消减作用，如果交互项为负值，二者的作用相互抵消；反之，二者的作用相互增强。从生计资本

交互作用产生的协同作用来看，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交互项对贫困退出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交互项对可持续减贫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表明其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

作用，产生生计资本的协同效果。对农户而言，生计策略是通过充分利用物质资本（如市场区

位等）促进金融资本来发挥作用的，比如务农或经商后市场信息更充分，更容易选择好的产业

或产品，进而促使农户实现贫困退出，而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有机结合则有利于农户实现可

持续减贫。从生计资本交互作用产生的消减作用看，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收入贫困视角减贫

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

本的交互项对贫困退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项对可持续减贫产生

显著负向影响，表明生计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产生一定的消减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代表自然资本的村级属性变量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交互项

对农村减贫产生不同程度负向影响，意味着贫困村属性对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发挥

减贫作用产生不利影响。贫困的属性可能会限制贫困人口只能找到低工资或者边缘性的工作，

特别是资助政策取消可能会导致贫困户收入下降以及收入不稳定性增加（Deshpande，2016），

福利项目可能会产生对贫困资格和贫困资助依赖的不正当竞争。一些贫困村帮扶政策、帮扶力

度等各种资源获得更多，扶贫推动和政策落实力度更大（刘学敏等，2018），但资本增量较高时

资本利用效率相对较低，投入资本充分释放政策效果需要一定周期，也难以避免“等靠要”思

想，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矛盾增大给脱贫攻坚带来负面影响。调研中也发现存在“干得好不如扶

得好”的现象，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外出务工的不确定性等诸多原因，可能会出现非贫困

户收入不高，而贫困户享受各种帮扶政策后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现象。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表3中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对于生计资本对减贫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基础上，减少控制变量后分别得到模型7、模型8、模型9，结果发现

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整体较好（见表4），说明生计资本对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可持续减贫

2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年第6期



的影响是显著且稳健的。在分析生计资本的交叉项对减贫的影响时，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在

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五个交叉项，分别得到模型10、模型11、模型12，并在模型1、

模型2、模型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另外五个交叉项，分别得到模型13、模型14、模型15。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自变量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收入贫困 贫困退出 可持续减贫

社会资本
人情礼支出 4.841**（2.33） 2.121*（1.70） 2.257***（2.85）

自评社会地位 0.089 0（0.62） 0.211（1.52） 0.264***（2.95）

金融资本 经营性收入 2.468***（4.22） 0.268*（1.78） 0.285***（3.03）

物质资本

道路硬化 −0.136（−0.39） 1.150***（2.81） 0.407*（1.86）

距乡镇距离 −0.030 5（−0.64） 0.036 6（0.77） −0.089 5***（−2.64）

距市场距离 0.011 8（0.52） −0.032 2（−1.56） −0.033 8**（−2.26）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0.168***（3.73） 0.013 8（0.62） 0.001 18（0.09）

贫困村 −0.358（−1.13） −0.311（−0.82） −0.816***（−2.67）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0.389**（2.06） 0.229（1.49） 0.236**（2.38）

技能培训 −0.177（−0.38） 0.120（0.30） 0.552**（2.17）

检验

β0 −0.754（−1.07） −2.242***（−3.20） 8.684***（19.00）

σ2
v 0.770***（3.18） 1.419***（4.50） 1.272***（5.98）

χ2 (1)Likelihood-ratio检验（ ）
8.72***

p=0.002
47.10***

p=0.000
107.66***

p=0.000

Wald检验
57.85***

p=0.000
33.62***

p=0.000
109.08***

p=0.000

样本量 520 519 511
 

表5中的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模型4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收入视角减贫产生的负向

影响仍然显著，在模型5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

交互项对贫困退出产生的影响仍然显著，在模型6中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

本的交互项对可持续减贫产生的影响仍然显著。这说明上述生计资本的交叉项对收入贫困、贫

困退出、可持续减贫的影响与前文保持一致，即结论是稳健的。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遵循“立足特困地区现实、着眼长远可持续减贫”的思路，基于太行山特困地区实际，

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生计理论，分别从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可持续减

贫视角对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路径进行系统探索，主要研究结论有：

（1）可持续减贫既是减贫中应遵循的模式，也是力求减贫成果能够稳定的目标，可持续减

贫是巩固减贫成果和优化减贫效率的必然选择。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可持续减贫体现减贫

理念的递进关系，收入曾作为建档立卡的主要依据，“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贫困退出的硬性要

求，未来减贫要兼顾当前与长远的策略转向，做好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可持续减贫的政策衔

接与协同。可持续减贫聚焦“减贫模式和减贫结果协同可持续”的目标导向，通过增强贫困人群

能力的“增能”和赋予贫困人群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赋权”来形成内源性持续减贫动力，“增能

赋权”促进生计资本良性互动形成可持续生计（高帅等，2020）。减贫模式优化与减贫结果可持

续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不断优化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同时，政策制定者需及时纠正脱

贫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限期脱贫”压力难免导致扶贫脱贫工作偏重于短期效益，贫困人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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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过度保障导致财政负担过重和非贫困人口医疗资源挤压问题等；“低保式脱贫”可持续性值

得关注，尤其是有劳动能力人口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低保式脱贫”的现象需要警惕，特别是

伴随扶贫资金投入边际效率递减，“低保式脱贫”不可持续亦不能过分倚重。

（2）普适提升金融资本，理性引导社会资本，志智双扶强化人力资本。生计资本在收入贫

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中的作用不同，这也是精准扶贫路径选择中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对

于共性和较为集中的问题，针对相应生计资本重点施策，并根据生计类别差异找准切入点，并

精准施策。金融资本对农户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均产生显著影响，提升金融资本

是太行山区农村人口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的普适性政策。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次之，自然资

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收入贫困和可持续减贫的影响较弱。提升金融资本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培

育涉农产业发展和强化益贫带贫能力，基于特困山区地域特点提升特色农产品优势，在农户既

有生计资本的基础上为其融入“社区支持农业”“互联网+农业”等新业态、新经济创造条件；对

于自主经营能力较弱的农户，注重产业发展带动和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衔接创造条件。人情礼支出及其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可持续减贫产生积极作用，然而，也有

研究表明人情礼支出的作用可能存在异化现象，鉴于农村人情礼支出惯性较大的事实，应理性

看待农村“人情重”的现象，积极引导人情消费和面子消费回归理性。农村人口受教育偏低和技

能不足导致的农村人力资本较差是不争的事实，提升人力资本应积极探索“志智双扶”共荣互

动，通过“扶志”催化脱贫攻坚的效果，通过“扶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两者产生协同作用，共同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自变量
模型10
收入贫困

模型11
贫困退出

模型12
可持续减贫

模型13
收入贫困

模型14
贫困退出

模型15
可持续减贫

生计资本
交互项

自评社会地位×
贫困村

−0.007
（−0.02）

−0.089
（−0.29）

−0.456**

（−2.20）
自评社会地位×
距市场距离

0.005
（0.26）

0.003
（0.15）

0.024**

（2.10）
自评社会地位×
受教育程度

−0.217
（−1.02）

−0.391**

（−2.12）
−0.054
（−0.45）

经营净收入×
受教育水平

0.004
（0.00）

−0.273
（−1.24）

−0.086
（−0.70）

贫困村×
受教育水平

0.463
（1.08）

−0.603*

（−1.82）
−0.053 2
（−0.25）

自评社会地位×
经营净收入

−0.051
（−0.07）

−0.048
（−0.17）

−0.164
（−1.21）

经营净收入×
贫困村

−0.312
（−0.25）

−0.071
（−0.22）

−0.077
（−0.42）

经营净收入×
距市场距离

0.061
（0.84）

0.043*

（1.89）
−0.003
（−0.20）

贫困村×
距市场距离

−0.074*

（−1.74）
−0.000 4
（−0.01）

0.041
（1.26）

距市场距离×
受教育水平

0.022
（0.88）

−0.004
（−0.17）

0.010
（0.79）

检验

β0
−1.889
（−1.02）

−6.673***

（−3.78）
9.281***

（7.84）
−1.908
（−1.46）

−3.592***

（−2.95）
9.572***

（12.26）
σ2

v
0.802***

（3.14）
1.468***

（4.54）
1.292***

（6.01）
0.679**

（2.92）
1.477***

（4.56）
1.264***

（5.92）

χ2 (1)
Likelihood-ratio检验

（ ）

8.65***

p=0.002
50.02***

p=0.000
112.14***

p=0.000
6.08***

p=0.007
50.70***

p=0.000
107.15***

p=0.000

Wald检验
61.58***

p=0.000
43.99***

p=0.000
129.85***

p=0.000
64.25***

p=0.000
40.30***

p=0.002
124.83***

p=0.000

生计资本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20 519 511 520 519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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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贫困边缘群体的可持续减贫。

（3）关注生计资本间协同和消减作用，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可持续减贫应促进农户生

计资本投入，发挥协同作用，减少和消除生计资本间的消减效果。明确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农户居住地市场区位优势可促进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更好

地发挥作用，为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发挥协同作用创造条件。防范自然

资本与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消减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贫

困村属性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均产生不利影响。在政策外力支持的作用

效果未充分显现的前提下，贫困村属性伴随精准扶贫政策支持的过度叠加，可能会抑制农村人

口的内生动力，从而导致贫困村生计资本间消减作用较为明显。此外，“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

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意，虽然强制命令式政策的推行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导致

了大量的政策“缺位”“越位”“错位”问题的发生。因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倾听

民意，不仅在政策评估中尊重民意，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要尊重民意。“自下而上”建立

农户评价和反馈机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逐步优化扶贫资金投入效率和使用效果。

特困地区在脱贫攻坚背景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如何克服依赖资源、破坏环境、激

化非贫困群体矛盾等短平快式的减贫方式的不足，从而实现可持续减贫，并不断提高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这是一个仍需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政策制定者应兼顾减贫当前与长远的扶贫目

标转向，减少和消除政策间的不连贯和不协调，在收入贫困标准减贫和贫困退出的基础上，致

力于实现可持续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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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Despite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the  COVID-19

outbreak increases the risks to economically vulnerable rural  residents to return to poverty.  This

calls  for  a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which aims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o build a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in the post-poverty era.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the rural Taihang mountain area，this paper follows the thinking of

“long-term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ity  of  extremely  poor

areas”，  and  investigates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i.e.

meeting  minimum income requirements，stable  livelihood support，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aim to  explore  the  pathway  through which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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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discrimination.  A  series  of  new  social  problems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We  believe  that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aces all-round innovation，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intelligent robot” has

become  the  new  subject  of  CSR  management  and  practice，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nterprises）have  become  the  new  organizational

carrier  of  CSR  practice，platform  business  ecosystem  has  become  the  practice  paradig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algorithm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new focu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Furthermore，based on the  fact  that  algorithmic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key cont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ree  basic  paradigms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namely，individual  empowerment

governance  based on algorithm design and developers，traction governance  based o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platform enterprises，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ased on stakeholders（government，

AI Association and application algorithm enterprises），which reshape the new logic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and comprehensive value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Key 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innovation;

govern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lgorithm;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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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he results are

threefold：（1）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is  a  model  that  should  be  followed，is  a  goal  that

stabiliz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outcome，and  is  a  pathway  to  consolidate  poverty  reduction

achievements an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verty reduction. A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and

coordinate  the“meeting  minimum  income  requirements”， “stable  livelihood  support”，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2）Attemp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universal financial

capital，to reasonably guide social capital，and to strengthen human capital through enhancement

of  aspiration  and  intelligence.  Livelihood  capital  plays  a  differentiated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meeting  minimum  income  requirements”， “stable  livelihood  support”，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making it a useful outlet in choosing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3）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ordination  and  undermining  effects  among  different

livelihood  capital  categor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reduce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capital.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tremely poo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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